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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事实与启示
*

靳永爱

【内容摘要】“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低生育率具有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自我强化机
制，生育水平一旦降到 1. 5 以下将很难回升。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众多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质疑了
该理论，挑战了它本身的一些论证和证据。“低生育率陷阱”说法可能只是对短期内生育率变动现象
的总结，还不能归纳为规律。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在临界值 1. 5 以上，尚未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多
项调查表明中国目前的意愿生育水平在 1. 8 以上，有 60%以上的人在政策调整后会生育第二个孩子。
同时，进度效应在降低时期总和生育率上仍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较高的生育意愿影响下，伴随着
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未来进度效应的减弱，生育率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出现回升而不是下降。断言
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或面临“低生育率陷阱”的严重风险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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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w 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three self-reinforcing mecha-
nisms—demographic，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working towards a downward spiral in future fertili-
ty. Once TFＲdrops below 1. 5，it will be difficult to recover. The fertility recovery emerging in many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has challenged the low-fertility trap theory and also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the-
ory itself. So low-fertility trap is more likely a pattern summarized from a short-time phenomenon than a
generalized social law. As with China，the current fertility level is above 1. 5 births per woman，and
China is not in the“Low-fertility trap”. Moreover，most recent surveys suggest that current fertility inten-
tion in China is above 1. 8 births per woman and more than 60 percent of people would have a second
child if there is an adjustment of fertility policy. In addition，birth postponement is still playing an import
role in reducing TFＲin China. Thus，with the high fertility intention，adjustment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decreasing tempo effect，TFＲin China will experience upturn but not further decline in the near fu-
ture. It is lack of evidence to conclude that China has already been or is going to be trapped in low fer-
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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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一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TFＲ) 相继下降到 1. 3 以下，开创了生育转变的一
个全新时代———极低生育率时代①。1993 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率先进入极低生育水平，紧接着，保加
利亚、捷克、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几个国家的生育率降到 1. 3 以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极低生育水平
进一步扩散，到 90 年代末，南欧、中欧和东欧共 14 个国家( 总人口达到 3. 7 亿) 的生育率降到了 1. 3
以下( Kohler、Billari、Ortega，2002) 。到 2003 年，除了有更多欧洲国家迈入极低生育水平外，亚洲的一
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也先后进入这个行列。
极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掀起了学术界的讨论热潮，包括对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研究( Bonga-

arts、Feeney，1998) ，对低生育率的模式和原因探索( Kohler、Billari、Ortega，2002、2006) 等。低生育率引
起了人口学家、政府及公众的深深担忧，因为 TFＲ长期维持在 1. 3 或以下，那么不到 45 年总人口将减
少一半( Billari，2008) ，有学者称之为“人口内爆( Population Implosion) ”( Chesnais，2001) ，人口老龄化
也会加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理论应运而生。Lutz 和 Shirbekk( 2005 )
在讨论影响生育进度的政策时提出“低生育率陷阱”概念，它指的是当总和生育率降到 1. 5 以下后，低
生育率会自我强化，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Lutz等( 2006)
进一步论证“低生育率陷阱”的三个“自我强化机制”，于 2007 年再次提出佐证“低生育率陷阱”理论
的实证依据( Lutz、Skirbekk、Testa，2007) 。
发达国家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现实和国外学者对低生育率的研究结论加剧了国内学者对我国

低生育率现状的担心。“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理论一出，立即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人
直接引用此概念，讨论中国低生育水平现状和后果。近几年，尤其是 2010 年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公
布妇女的 TFＲ 低至 1. 18 时，各大报刊、网络以及一些学术文章大量引用这个词，提出中国已经陷入
“低生育率陷阱”( 苏岭、姚永泳，2011;黄文政、梁建章，2013;梁建章、黄文政，2013) ，超低生育率陷阱
是“强国大患”( 穆光宗，2012 ) ，中国要警惕“低生育率陷阱”( 张剑、张国，2011; 王羚、付晶晶，
2011) ②。面对中国低生育水平的持续，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不安甚至恐慌。
然而，近年来，一些长期处于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生育率出现了回升现象。2008 年，欧洲仅剩 1 个

国家( 摩尔多瓦) 仍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其他国家均已回升到 1. 3 以上，有些超过了 1. 4( Goldstein、So-
botka、Jasilioniene，2009) 。这种现象挑战了“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它的规律性
和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在回顾和分析“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近期一些国家的生育率数
据及相关研究对该理论提出质疑，并分析中国是否已经陷入或面临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

2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2. 1 “低生育率陷阱”概念的提出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一些国家的 TFＲ

甚至低于 1. 5 或者降到 1. 3 以下的极低水平并且长期偏低。低生育现象的出现和持续引起了政府、
学界乃至商业界的担忧。一个国家低生育率如果长期持续下去，未来将在养老体系、医疗体系、代际
公平、经济竞争力、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等相应领域都面临巨大挑战( Lutz、Skirbekk，2005) 。
那么，很低③或极低的生育率是否有可能回升? 这是很多人都关心并迫切需要知道答案的一个问

①

②

③

Kohler、Billari and Ortega( 2002，2006) 在研究欧洲的低生育率现象时，以总和生育率 1. 3 为界，1. 3 及以下的水平被
称为极低生育率( lowest-low fertility) 。
原新和蔡泳在接受报刊采访时提出此观点。
国际上通常将 TFＲ降到 1. 5 以下称为“很低生育水平( very low fert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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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Kohler等( 2002) 在分析欧洲极低生育率现象时提出，这些处于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可能会在这
个水平上维持几十年。McDonald( 2005) 以 TFＲ等于 1. 5 为界将低生育率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 TFＲ
在 1. 5 以上的国家，一类是降到 1. 5 以下并持续保持在这水平以下的国家。他认为，将一个国家从
1. 3 或 1. 4 的生育水平提升到 1. 6 比始终维持在 1. 6 的水平上要困难得多，因此，各国应该努力将生
育水平保持在 1. 5 以上。所以 1. 5 可被视为人口机制中的一个分水岭，一旦降到这个线以下，将很难
回升( Lutz、Skirbekk，2005) 。Ｒindfuss 等( 2004) 在研究日本的社会转变时，也支持社会转变中有转折
点，其过程是非线性的和自我强化的。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Lutz 和 Skirbekk( 2005 ) 更进一步，提出
“陷阱”的概念，陷阱即为在不经意中进入并且很难摆脱的一种困境。根据这个定义，低生育率持续的
现象可以被称作“低生育率陷阱”，即生育率一旦降到很低水平，比如 1. 5 以下，低生育率机制就会形
成，以后很难逆转。对于那些已经在 1. 5 以下水平的国家，在机制未彻底建立和僵化之前，应采取政
策措施( 如减弱进度效应，降低妇女平均生育年龄) 将时期生育率提升到 1. 5 以上，以避免这种机制不
断强化，将生育率压到越来越低的水平( Lutz、Skirbekk，2005) 。

2. 2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发展

Lutz和 Skirbekk( 2005) 在提出“低生育率陷阱”概念的同时，也初步分析了它的三个“自我强化作
用机制”: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2006 年，Lutz 等将“低生育率陷阱”提升到理论高
度，对它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地论证( Lutz、Skirbekk、Testa，2006 ) 。对于低生育率是会持续下去还
是回升的问题，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非常多，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善的理论来预测未来生育率变动趋

势，因此，Lutz等人提出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理论，认为未来生育率会持续下降而不是回升。
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或者反馈环 ( Feedback Loop) ，社会学家通常将人口机制

( Demographic Ｒegime) 当成一个例子。对生育率而言，当它降到某一特定水平后，很难打破这种机制，
出现逆转性地回升。有三个机制———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会共同强化低生育率水平，使生育率如
同掉入“陷阱”很难回升，称作“自我强化机制”。人口学机制指的是人口的负增长惯性使未来出生人
数越来越少，低生育率会使未来的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减，出生人数持续下降。这个过程是一个出生
人数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过程。社会学机制围绕个人理想家庭规模建立，年轻一代生活在家庭孩子
数比较少的环境中，通过社会化过程，受父辈生育孩子数少的影响，他们的理想孩子数也会减少，从而

影响实际生育行为。经济学机制建立在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设基础上。一方面，随着低生育率的
持续，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发展前景和形势不容乐观，年轻人的预期收入降低;另一方面，在现代社

会，年轻人的物质消费要求和欲望较高。这两者之间差距的扩大使得年轻人认为未来自身经济状况
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减少生育数量，推迟生育年龄，从而降低了时期生育率。在对这三个机制
进行论证后，作者提出，自我强化机制将是决定未来生育率走势的主要力量，对于低生育率国家，急需

制定相关政策阻止这些机制的深入强化作用，将时期生育率拉回到一定水平以上。
Lutz等( 2007) 紧接着提出了一些新的支持以上三个假设( 机制) 的实证依据。例如，在意大利、西

班牙和希腊，2006 年 25 ～ 39 岁年龄组的理想家庭规模与 2001 年相比下降了。分年龄、性别、受教育
程度看工资变化发现，20 ～ 34 岁年龄组的绝对工资和相对增长速度都较低，意味着年轻人从经济增长
中获益最少。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收入状况恶化可能是女性推迟生育和减少生育的原因之一。Lutz
( 2007) 在回答出生率是否会回升的问题时提出，只有两个因素会带来时期生育率的回升，一是有效的
鼓励生育政策，二是进度效应的减弱，但是政策的作用是间接的、发生作用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在一些
国家是没有作用的。同时，西班牙生育进度效应的减弱只是小幅度地提高了 TFＲ，这再次说明存在有
力的自我强化机制使生育水平不断降低。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提出无论对国际还是中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一些官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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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预测包括联合国的预测都采用低生育率持续一段时间的方案，尤其是针对极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
例如，Kaneko等( 2008) 预测日本人口时低生育率方案采用 1. 04 ～ 1. 06 持续至 2055 年，中方案也仅在
1. 24 ～ 1. 26。香港的人口预测生育率采取 2016 年下降到 0. 9 之后持续的方案(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2007) 。许多低生育率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以避免掉入“陷阱”或努力走出“陷阱”。
在中国，一些人纷纷引用“低生育率陷阱”一词，称中国已经进入了“陷阱”或要警惕未来陷入“低

生育率陷阱”，中国一旦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将会面临一系列人口问题，并将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促
进生育水平回升( 沈可、王丰、蔡泳，2012 ) 。从对理论的探讨角度，蔡泳 ( 2011 ) 在讨论“低生育率陷
阱”时，认为还可以在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基础上加上政治学角度，因为人口老龄化和老年选民的
力量可能导致社会公共福利政策的关注焦点更倾向于老人而不是孩子。有学者在进行生育理论综述
时将该理论作为重要的低生育率理论纳入其中( 黄匡时、马晓红，2011 ) 。此外，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
该理论在三个机制上的缺陷，提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论证
和今后人口发展实践的检验”( 石人炳，2010) 。

3 生育率回升对“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挑战

3. 1 生育率回升事实
20世纪 90年代欧洲国家生育率下降呈现程度深、范围广和时间长几个特点。越来越多的国家降到

1. 5以下的很低生育水平或 1. 3以下的极低生育水平。极低生育水平甚至扩散到了亚洲地区的韩国、日
本、新加坡等一些发达国家。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包括对人口规模缩减、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
力人口短缺问题的担忧，也涉及对未来生育率走势的讨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明确提出三个低生育
率自我强化机制，认为生育水平降到临界点以下的国家生育率会持续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回升难度大。
但是，2000年以来的生育率变动趋势似乎以事实质疑了该理论及其假设。
多数低生育率或极低生育率的国家，生育率在 2000 年以来出现稳步回升现象( Goldstein、Sobotka、

Jasilioniene，2009) 。全世界 1. 3 及以下的极低生育率国家或地区从 2003 年的 29 个下降到 2013 年的
12 个。欧洲地区大范围出现生育率回升现象，多数国家生育率上升到了 1. 4 以上的水平，欧洲国家生
育率的普遍回升推动了欧洲整体生育率的上升，据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Ｒevi-
sion》，生育率较高的西欧、北欧和生育率较低的东欧、南欧均有所回升( 见图 1) 。

图 1 欧洲各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
Figure 1 Total Fertility Ｒate Trends by Ｒegion in Europe

数据来源: United Nations. 2013.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Ｒevision，http: / /
esa. un. org /unpd /wpp /Excel-Data / fertility. htm

分地区看各个国家的生育率变动趋势，可以发现，生育率回升的典型特征是国家或地区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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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它不仅发生在生育率极低的国家( 如:日本、意大利) ，也发生在生育水平较高的国家( 如:法国、英
国) ;既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亚洲; 生育率回升时的基点、回升的幅度及最终达到的水平各不相同。
我们观察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环境各异的国家( 如: 俄罗斯、格鲁吉亚、意大利、保加利
亚、瑞典等) 在 2000 年以来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育率上升现象。

图 2 1990 年以来各国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
Figure 2 Total Fertility Ｒate Trends in Selected Countries since 1990

数据来源: 1 Co-Director: Sobotka T. and Shkolnikov V. M. The Human Fertility Database. http: / /www. hu-
manfertility. org /cgi-bin /main. php

2 OECD. 2012. OECD Family Database. OECD，Paris，http: / /www. oecd. org /social / family /data-
base

3 Population Ｒeference Bureau. World Population Datasheet. http: / /www. prb. org /Publications /Da-
ta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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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中欧和南欧是生育水平非常低的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的极低生育率国家大部分出自于这
三个地区，但近年来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在回升，走出了极低生育率的困境。东欧的几个国家均从极
低生育率水平回升到了 1. 5 及以上的水平，如:乌克兰从 2001 年的 1. 09 上升到了 2012 年的 1. 5，俄
罗斯从 1999 年的 1. 16 回升到 2012 年的 1. 6。再看中欧和南欧国家，斯洛文尼亚、希腊从 1. 2 左右回
升到了 1. 5。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回升的幅度相对较小，从 1. 2 左右上升到了 1. 4 左右的
水平( 见图 2a、2b和 2c) 。图 2d和 2e是西欧和北欧几个国家的生育率变动趋势图，这两个地区的国
家生育率普遍较高，但也出现了生育率回升现象。生育率较高的国家如法国、英国从 1. 7 以下的水平
缓慢上升，近两年维持在 2 左右。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出现短期小幅度的下降后在波动中呈上升
趋势。瑞典的变化幅度最明显，1990 年在更替水平以上( 2. 14) ，此后迅速下降到 1. 5 左右，2000 年以
来又开始回升，2012 年升至 1. 92 的水平。除了欧洲国家外，生育率长期偏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
湾地区近几年也表现出回升势头( 见图 2f) 。日本回升到了 1. 4 左右的水平，而韩国、新加坡则从 1. 1
回升到 1. 3，台湾从 2010 年的 0. 89 回升到 2013 年的 1. 3。西亚的格鲁吉亚从 2003 年的 1. 1 上升到
了 2012 年的 1. 7。全球其他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如: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近些年生育率也出现了
上升态势。总之，生育率回升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性的现象，在低生育率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3. 2 解析生育率回升现象
近年来全球许多国家生育率的回升再次引起了对生育率未来发展趋势的探讨，有研究者称，极低

生育率时代已经结束( Goldstein、Sobotka、Jasilioniene，2009 ) 。伴随着回升现象的普遍出现，大量研究
探索生育率回升背后的原因，以判断生育率上升趋势的可持续性。
( 1) 人口因素———进度效应
低生育率现象出现之初，就有学者提出生育的进度效应即生育年龄的推迟是极低生育率出现的

主要原因( Kohler、Billari、Ortega，2002; Billari，2008) ，随着进度效应的消失，极低生育率时代最终会结
束，因此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Bongaarts，2002; Sobotka，2004) 。早在极低生育率现象出现时，Bon-
gaarts和 Feeney( 1998) 就意识到 TFＲ这个指标会受到生育年龄推迟的影响，不能真实地反映妇女生
育水平，因此构建了新的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 ( Tempo-adjusted TFＲ) ，
2011 年对该指标进行进一步改进，同时考虑胎次和进度效应，构建 TFＲp* 指标( Tempo and Parity-ad-
justed Total Fertility) ( Bongaarts、Sobotka，2011) 。Bongaats 先后独自或与人合作发表多篇文章说明生
育年龄推迟在生育率下降和回升中的作用( Bongaarts，2002; Bongaarts、Sobotka，2011、2012 ) 。目前基
本所有研究都支持这一结论，认为生育进度效应的减弱是当前生育率回升的主要原因( European Com-
mission，2011; Caltabiano，2009; Iwasawa、Kaneko，2010) ，例如，近几年西班牙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
和实际观测的总和生育率逐渐重合，说明妇女生育年龄推迟的减弱和消失是近期西班牙生育率回升

的主要原因( Goldstein、Sobotka、Jasilioniene，2009) 。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去除进度效应，一些国家的 TFＲ 仍有回升趋势，比如，北意大利

( Caltabiano、Castiglioni、Ｒosina，2009) ;另外在一些生育推迟仍然在对 TFＲ 起负向作用的国家如保加
利亚、立陶宛和日本，实际生育数量的回升是 TFＲ 回升的主要原因 ( Goldstein、Sobotka、Jasilioniene，
2009) 。有研究控制生育进度效应后仍然发现国家经济条件改善对生育率回升起着重要作用 ( Luci、
Thévenon，2010) 。因此，除了进度效应外，生育率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出现回升，如国家经济
状况的改善、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等。
( 2) 经济因素
经济状况改善是目前对生育率回升原因讨论中涉及较多的一个因素。已有研究分别从纵向历史

角度和横向空间角度分析经济发展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基本结论是经济形势的改善是生育率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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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之一。
Goldstein 等( 2009) 用 1995 ～ 2008 年 27 个 OECD国家的失业率和 GDP增长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失业率和 GDP 增长率能很好地预测 TFＲ 变化，基本上在所有低生育率国
家，经济状况的改善能够部分解释 TFＲ的回升，其中对波兰、斯洛伐克和西班牙的影响最大。类似的
研究在近几年比较多，主要使用人均收入、劳动参与率、女性劳动参与率、失业率等几个指标代表经济
状况，构建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探讨经济对生育率的影响。Myrskyl 等( 2009) 发现，人类发
展指数( HDI) 与生育率呈“反 J型”的关系，即当 HDI 达到一个临界值后，HDI 的上升会促进 TFＲ 升
高，其临界值是 0. 85 ～ 0. 9。1975 年 HDI跟生育率之间呈负向关系，到 2005 年二者关系出现了拐点，
说明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挪威和爱尔兰，社会发展带来了生育率的回升，而在发展中国
家，社会发展仍在引导生育率持续降低。Luci和 Thévenon( 2010) 则认为 HDI不能单独分离出 GDP的
影响，因此使用 OCED国家 1960 ～ 2007 年的人均 GDP数据，在控制生育推迟和收入分布模式的条件
下，分析人均 GDP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有个转折点，当经济发
展到一定程度并继续发展时，会促进生育率回升。更进一步，将 GDP分解为几个变量后，该研究发现
女性劳动参与率对生育率提高有正向作用。这也说明，这些国家平衡家庭、工作的政策和制度支持与
经济发展一道促进了生育率的回升。Varvarigos( 2013) 从经济学角度构建理论模型，认为生育率跟经
济之间的关系曲线呈“N型”。依据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进行解释，在第一阶段，父母不会投资孩子
教育，收入的上升带来孩子数量的增加;在第二阶段父母重视孩子的质量，受限于有限的资源，只能以

质量换取数量;而到了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家庭资源充裕，不再受限制，父母既会提高孩子质量，也

会增加孩子数量。总体而言，发展程度的提高扭转了生育率下降趋势，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经济发展
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是“反 J型”。
( 3) 政策因素
政策对生育率回升的作用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学者认为欧洲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对生育率

回升的作用非常小或几乎不存在( Lutz，2007; Sobotka、Lutz，2011) ，但多数研究认为政策对生育率回升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经济发展与政策充分结合时，生育率回升幅度大。
从宏观趋势看，欧洲一些国家支持家庭发展政策的变动与生育率的下降或回升具有一致性。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东欧国家原有制度的解体，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加深了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矛盾。
许多国家对家庭的支持力度同时减弱，比如缩减对幼儿园的支出，入园率急剧下降。但 2000 年以来，
一些国家开始关注家庭发展，相继出台一些促使工作和家庭协调发展的政策，比如，发展孩子看护市

场、支持带薪产假和陪产假、增加孩子补贴等。在妇女协调就业和生育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这些政策
无疑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一些政策相对完善的国家，比如，爱沙利亚、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
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超过了 30%，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上升幅度也更加明显( Matysiak，2011) 。
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难以量化和评估，但最近有研究收集了一些国家的补贴、产假数据，用实证

方法分析发现，帮助女性平衡就业和家庭的政策项目降低了孩子机会成本，对生育率升高起到了正向

作用( Luci-Greulich、Thévenon，2013) 。具体而言，家庭补贴对生育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但是产假会
降低无孩率，育儿补贴对妇女的生育时间和终身生育率都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Kalwij，2010) 。
( 4) 未来生育率走势
除了通过分析生育率回升的原因从而判断生育率回升是否可持续外，也有研究通过统计模型预

测未来生育率的变动趋势( Alkema、Ｒaftery、Gerland et al. ，2011; Collins、Ｒichards，2013 ) ，以及用实证
方法分析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对未来生育率走势进行方向判断( Day，2012a、2012b) 。

Alkema 等( 2011) 用贝叶斯预测模型，基于各个国家的历史 TFＲ 数据和模式，预测各个国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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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年的 TFＲ变化趋势，预测结果显示发达国家生育率回升是未来的常态，生育率回升是一个长期
而非暂时的趋势。比如，2045 ～ 2050 年，东亚会达到 1. 6 左右，东欧和南欧在 1. 7 左右，目前生育率较
低的意大利未来会达到 1. 76。Collins 和 Ｒichards( 2013 ) 用基因模型 ( Genetic Model) 模拟生育率走
势，认为目前的生育率回升从进化生物学角度看只是向更替水平以上回升的开端，未来几代人以后生

育率会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因为在进化过程中，环境变动促使生育率下降，但生育率相关特征的变

异会倾向于留下那些对环境免疫力较强的基因型，所以促使生育率上升。
日本近年来生育率也出现回升现象，但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而作为高收入国家的韩国，并没

有像其他 OECD国家一样出现较大幅度的生育率回升现象。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女性地位较
低，女性相对于男性收入低。从这个角度，Day( 2012b) 引入经济学理论模型，从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
入、孩子看护的市场价格两方面分析对生育率的影响，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女性收入的增长，而女性
相对男性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生育率，不过前提是有成熟的孩子看护服务。在日本，男女劳动之间
资本更均匀地分配是日本生育率回升的关键。根据目前日本女性拥有高级职位的数量变化以及对市
场孩子看护服务的重视，可以判断，未来日本生育率还将会持续回升。
3. 3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缺陷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低生育率有自我强化机制，当生育率降到某个临界值①以下后，就如同
进入“陷阱”，会不断往更低的方向强化，很难回升，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未来生育率会持续下降。因
此，已经进入临界点以下的低生育率国家，在趁低生育率机制尚未固化之前，应尽快采取政策措施，比

如降低生育年龄( Lutz、Skirbekk，2005) ，将时期生育率提高到临界点以上。生育率尚未降到临界点以
下的国家，应该采取措施，避免生育率掉入“陷阱”。然而，近些年生育率回升的事实挑战了该理论的
几个假设及结论。
( 1) 全球范围内众多国家生育率普遍回升，欧洲低生育率国家维持极低生育水平的时间最长的有

13 年，短的只有 4、5 年( Goldstein、Sobotka、Jasilioniene，2009) ，大部分国家走出了极低生育率困境，回
升到 1. 5 以上的水平，如，俄罗斯从 1. 16 的极低水平回升到了 2013 年的 1. 7，瑞典从 1. 5 左右回升到
1. 9。这似乎说明生育率并不存在“陷阱”，低生育率只是一个短期的、暂时的现象。
( 2) 该理论提出，一定要将 TFＲ维持在临界点 1. 5 以上，对于在该水平以下的国家，应该采取政

策降低生育年龄( 比如，实行教育改革，降低大学毕业生年龄) ，提高时期生育率。这其中暗含的逻辑
是，生育年龄的推迟带来了生育率的下降，需要减弱或消除生育的进度效应，保证时期生育率在一定

水平以上，否则生育率将很难回升。
首先，生育年龄的推迟有一定的限度，当进度效应减弱或消失后，生育率必定会回升，而各个国家

的生育率回升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欧洲各国极低生育率一般持续 5 ～ 10 年后相继回升。所以，通过
政策减弱进度效应以将时期生育率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并没有依据和合理性，因为生育推迟导致的

生育率下降只是一个短期的过程。
其次，过分关注时期生育水平的高低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提出者之一

Lutz在 2011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专门分析了 TFＲ 的缺点，认为它不能反映真实的生育水平，对制定
生育政策具有误导性( Sobotka、Lutz，2011) 。该理论中强调将时期生育水平保持在 1. 5 以上的观点恰
恰与他自己强调不能过分注重 TFＲ指标相矛盾。
( 3) 三个自我强化机制本身缺乏说服力，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有研究者已对其进行了批判( 石人

炳，2010) ，如人口学机制中出生人数的下降并不能等同于生育水平的下降，社会学机制中的理想家庭

① 理论提出时，借用 Mcdonald( 2005) 划分标准，认为 1. 5 是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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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影响实际生育水平更适合解释生育率维持现有水平而不适合说明生育率为什么越来越低。因为
如果父辈平均子女规模是 2 个，子代通过社会化作用会将 2 个子女作为理想家庭规模，而不会更低。
经济学机制也与伊斯特林假说的第二部分不一致，Lutz 等在论述经济学机制中直接借用伊斯特林相
对收入假说的第一部分，而舍弃了第二部分———规模较小队列进入劳动力市场，收入状况会改善，有
利于生育率提高，这正好与 Lutz等提出的经济学机制相矛盾。
除此之外，近些年多数国家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不支持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理论。社会学机

制认为父辈生育水平低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理想家庭规模数，从而影响到实际生育水平，实际上，一些

调查表明，欧洲各国实际生育意愿是非常高的，大部分国家在 2 以上，如: 2006 年法国、希腊、意大利和
西班牙 25 ～ 39 岁妇女的平均理想家庭规模分别为 2. 48、2. 31、2. 02 和 2. 04 ( Lutz、Skirbekk、Testa，
2007) ，这说明他们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完全受到低生育率环境的影响。
同时，经济学机制的强化作用也无法得到事实验证。它认为年轻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不安全感

使他们减少生育数量，推迟生育年龄。Lutz等在论证经济学机制时以瑞典为例，说明了瑞典的年轻人
不安全感强，工作压力大。但瑞典恰恰是生育率回升最明显的国家之一，从 2000 年就开始上升，目前
已处在 1. 9 的较高水平上。现有研究表明，在高度发达的国家，经济状况改善会推动生育率回升( Lu-
ci、Thévenon，2010) 。尽管短期的经济衰退可能导致生育率下降( Sobotka、Skirbekk、Philipov，2011) ，但
经济形势变差并不会是一个持久长远的状态，一旦经济形势好转，生育率会随之回升。
( 4) 上文对生育率回升的原因分析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可以通过某些措施促进生育率回升，如提

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两性平等，制定相应的支持家庭发展政策等。过分强调“陷阱”和低生育率很难
回升是偏离事实的。事实上，Lutz等人在提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时也并没有完全断言它一定是存
在的，文中多处用了“可能”“假设”，并提出需要更多实证数据检验。

4 “低生育率陷阱”与中国的生育水平现状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不仅本身存在一定缺陷，也受到了事实的质疑，它可能
不是规律，可能只是一个对短期内生育率现象变化的描述和总结。但是，该理论对中国影响较大，在
讨论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和风险时这个词经常出现，网络、报刊、杂志等媒体也常引用这个词，甚至声称
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那么，暂且不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本身的合理性，在假设真的存
在“低生育率陷阱”的情况下，中国目前是否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或面临“低生育率陷阱”风险? 这
里从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现状、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推迟效应几个方面分析中国的生育水平，判断
中国是否已经进入“陷阱”或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掉入“陷阱”的风险。
( 1) 中国实际生育水平尚未突破“低生育率陷阱”的临界点
中国的真实生育水平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随着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再次掀起

了对生育水平的热烈讨论，目前有 9 篇文章估计 2000 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其中有 6 篇文章认为
中国 2000 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在 1. 5 以上。
陈卫( 2014) 认为目前对生育水平的估计值因使用数据不同而结果各异，因此不把任何一个来源

的数据作为“黄金”标准，而是利用多来源数据进行综合判断，结果显示 2000 ～ 2010 年前期生育率低
至 1. 5，近年来有所回升，达到了 1. 7 左右，并提出我国现阶段生育水平尚处于适度水平，没有陷入所
谓的“低生育率陷阱”。杨凡、赵梦晗( 2013) 利用普查数据、教育数据和户籍数据进行评估比对，认为
2000 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达到了 1. 6 ～ 1. 7 的水平。崔红艳等( 2013) 提出 2010 年出生人口漏报率为
15. 06%，以此推算总和生育率达到 1. 5，利用国家统计局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出生人数推算 2000
～ 2010 年总和生育率在 1. 5 ～ 1. 64 之间。王金营、戈艳霞( 2013) 考虑低龄组漏报和育龄妇女重报，估
计 2001 ～ 2010 年总和生育率在 1. 5 ～ 1. 6 之间。李汉东、李流( 2012) 估计 2000 ～ 2010 年平均总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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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率为 1. 57。曾毅( 2013) 估计 2000 年和 2010 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 66 和 1. 63。
在其余 3 篇文章中，郭志刚( 2011) 估算了 20 年的生育水平，得出 1996 ～ 2003 年为 1. 4 左右，近

几年有所回升，在 1. 5 左右。朱勤( 2012) 估计 2000 年以来的 TFＲ 时，以 2010 年普查 0 ～ 9 岁人口数
为靶标，反复试错模拟，推算得到 2000 ～ 2010 年总和生育率在 1. 3 ～ 1. 5 左右，2000 ～ 2009 年的平
均总和生育率为 1. 48。郝娟、邱长溶 ( 2011 ) 直接利用历年普查和抽样调查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2000 年以来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没有超过政策生育率 1. 47，在 1. 22 ～ 1. 47 之间波动。这几项
研究都以直接公布的普查数据为基准估算，基本没有考虑低龄组漏报情况，可能造成对实际生育水

平的低估。
另外，各省人口计生委自评估了 2010 ～ 2012 年的总和生育率( 西藏除外) ，其中 10 个省在 1. 7 以

上，广西、广东、云南、新疆在 1. 8 左右或以上，共计 19 个省的生育率在 1. 5 以上 ( 中国人口学会，
2013) 。可见，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生育水平都远高于“低生育率陷阱”的临界值 1. 5。
总的来看，对于目前我国真实的生育水平估计，主流结论基本在 1. 5 以上，1. 6 左右。即使认为中

国生育水平较低的学者，对近几年生育水平的判断也在 1. 5 左右，并且生育率呈现回升趋势。可以判
断，中国虽然长期处在低生育水平，但尚未突破临界点 1. 5，目前至少还没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 2) 生育意愿较高，伴随政策调整，未来生育水平存在回升的可能性
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是在生育政策抑制下的水平( 陈卫，2014) ，陶涛、杨凡( 2011 ) 利用世界 140

多个国家的数据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无

计划生育政策情况下，我国 2008 年生育率水平在 2. 5 左右。这说明，我国当前的低生育水平是政策
影响下的生育水平，如果政策进行调整，生育率回升的空间相当大。
生育意愿是对实际生育水平具有重要预测作用的变量。以往生育意愿调查非常多，结果也各不

相同，但这些调查基本上是针对特殊群体( 如: 独生子女、城市青年) 、特殊地区( 如: 北京、江苏) 的调
查，缺乏全国代表性，而且调查中包括未婚人群，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对实际生

育行为预测作用较弱。原国家计生委在 2001 年和 2006 年开展的两次全国性生育意愿调查显示意愿
生育水平分别为 1. 78 和 1. 73，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受到政策影响的意愿，是有条件的而非真实的
意愿( 王军、王广州，2013) 。
近两年，对生育政策调整讨论增多，在政策调整成为大势所趋的环境下，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越来

越具有现实意义。这些生育意愿调查表现出全国代表性强、调查对象针对性强和尽量消除政策影响
的特点。而且，国家也迈开调整政策步伐。2013 年 11 月 15 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即“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
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据此可判断，最近生育意愿调查得到的水平将对实际生育水平具有较高的预
测力。
目前几项调查呈现的结果具有很强的一致性。2013 年 11 月，“单独二孩”政策启动后，网上进行

了一项生育意愿的调查，有数万名网民参与调查，结果显示有 59%的人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 CCTV
面对面，2013) 。这次调查媒介是网络，因此参与者多来自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如果调查农村地区
的生育意愿，这个比例会更高。同年 8 ～ 9 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在 29 个省( 除西藏、新疆) 调查了常住
人口 20 ～ 44 岁已婚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结果显示，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 93 个，81. 8%的人认为一
个家庭的理想子女数是 2 个。已育一孩的单独夫妇中有 60. 8%的人想要生育第 2 个孩子，并且呈现
出年龄越小生育二孩意愿越高的特点，其中 20 ～ 24 岁年龄组有 80%左右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25 ～
29 岁为 70%左右( 中国人口学会，2013) 。王军、王广州( 2013) 使用 2011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和
2012 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计算得出中国的平均意愿生育水平为 1. 86，从长期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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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城镇化和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发展，生育意愿将趋近 1. 8 左右。2011 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组织了在北京的生育意愿调查，调查对象为 20 ～ 40 岁的单独已育一孩家庭的妇女，调查结果
显示，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 81个，有 76%的妇女认为一个家庭的理想孩子数是 2个。该调查还涉及到了
更切合实际的生育意愿，即询问政策放开后人们是否愿意生育，结果显示，如果政策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有 62. 1%的想再生一个孩子。非农和农业户口想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 59%和 67. 2%。
这几项更具有实际预测意义的生育意愿调查均显示，中国目前的生育意愿较高，至少有 60%以上

的人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生育水平在 1. 8 以上。而我国目前的实际生育率要低得多，说明生育
政策对生育率起着有效的抑制作用( 陈卫，2014) 。随着政策的逐渐松动，由于累积效应①的作用，生
育率会在几年内反弹。而累积效应过后，符合政策条件并且具有较高生育意愿的年轻人群进入正常
生育阶段，生育率会高于政策变动前的水平。因此，伴随政策的调整，短期内中国还不会陷入“低生育
率陷阱”。
( 3) 中国妇女生育进度效应仍在起作用
生育年龄推迟导致的进度效应是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根据 Lutz 等

( 2003) 的研究，生育推迟的进度效应使欧盟人口的时期生育率降低了 0. 3 左右。进度效应也对降低
中国的生育水平起着重要作用。郭志刚( 2008 ) 发现推迟生育对总和生育率具有显著压抑作用，1990
～ 1995 年，推迟生育导致时期生育率平均降低了 0. 11，1996 ～ 1999 年则达到 0. 23。陈卫、高爽
( 2013) 引进内在总和生育率指标考察了 1970 ～ 2008 年中国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
应，认为 1990 年代以来，进度效应使总和生育率下降了 0. 1 ～ 0. 2。
平均初育年龄代表生育进度。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平均初育年龄持续推迟，到 21 世纪

初，推迟到了 24 岁，2010 年普查显示，平均初育年龄进一步推迟，达到 26. 15 岁。根据发达国家的经
验，未来我国妇女生育年龄还有较大的推迟空间，进度效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生育推迟会有一定
限度，当生育率进度效应逐步减弱或消失，与欧洲各国出现的现象一样，时期总和生育率会出现回升

现象。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在 1. 5 以上，并未掉入“陷阱”; 而且随着未来生育政策的逐步完

善，妇女较高的生育意愿得以转变为实际的生育行为，生育率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随着生育年

龄推迟的减慢和终止，生育进度效应逐渐减弱，未来生育率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目前，断言中国进
入“低生育率陷阱”或面临“低生育率陷阱”的严重风险还为时过早。

5 结论

“低生育陷阱”理论是在欧洲及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并长期处于较低生育水平的
背景下提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理论存在的争议越来越大，尤其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生育率的

普遍回升现象，直接挑战了其结论和假设。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 1) 全世界众多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挑战了“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只是

对短期内生育率现象的总结，还不能得到长期事实的验证，可能不能上升到规律的高度。
( 2) 即使假设存在“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已有的生育水平研究，中国还未达到“陷阱”的临界值

1. 5 以下。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仍然受到生育政策的调控作用，结合最近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如果生
育政策放开，加上未来生育进度效应的减弱和消失，中国的生育率存在较大的回升空间和可能性，而

不会长期维持在 1. 5 以下的低生育水平上。因此说中国面临“低生育率陷阱”风险还为时过早，至少
在短期内，中国的生育率不会下降到 1. 5 以下。

① 符合政策生育条件的妇女在政策放开后几年内完成生育，导致短期内出生人数增多，生育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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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不存在“低生育率陷阱”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研究和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中国目前这样低的生
育率如果长期维持下去，显然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均衡发展。因此，生育政策目前的调整和将来的调
整是完全必要的，但调整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存在“陷阱”或面临“陷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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